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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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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新路径, 通过降低劳动力

价格扭曲和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途径实现质量型 “人口红利” 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至关重要。 从市场分割和劳方谈判力量视角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劳动力价格扭曲的作

用机制, 并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 利用

生产函数法测算了劳动力价格扭曲, 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 实

证分析发现,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 从分地区层面来看, 内陆

地区的影响幅度较大; 从城市规模层面来看, 人口规模小于或等于 500 万的城市, 数字

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 从时间层面来看, 2012 年之后的降低

作用持续显著。 机制分析发现, 数字经济发展将会通过降低市场分割和增强劳方谈判力

量的渠道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 面板分位数模型分析发现, 在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越大

的城市,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降低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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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伴随人口结构的转变, 中国数量型 “人口红利” 逐渐消失, 如何从过去的数量型 “人口

红利” 转向质量型 “人口红利” 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 通过降低劳

动力价格扭曲的途径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 从存量盘活的角度推动劳动力市场高质量发展具

有低成本的特点。 之所以关注劳动力价格扭曲这一路径, 原因在于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滞后, 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依然较多, 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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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存在的价格扭曲现象阻碍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改善。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2020 年 4 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

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提出, 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 加快建设统

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 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 流动自主

有序、 配置高效公平。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看,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户口限制的放开、
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障碍的逐渐消除, 信息获取方面的障碍正在成为引发劳动力价格扭曲的主

因, 而以信息传递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为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提供了解决方案。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 互联网技术的推广有助于

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成本, 为失业者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显著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

性[1-2] , 并提高了劳动力就业率[3-6] 。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互联网技术将为劳动力市场

供求双方提供更丰富、 更准确的市场信息,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 通过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的途径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 不仅为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寻找到新的途径, 也为推

进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性提供了新的论证视角。 劳动力价格扭曲表现为劳动力边际产出

与工资的偏离, 而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行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美所引起的劳动力无法自由

流动, 是导致劳动力价格扭曲出现的主因[7-8] 。 而劳动力流动主要面临三种障碍: 其一是流动

成本, 该成本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而逐渐降低; 其二是制度限制, 该成本随着户口

限制的放开而逐渐消除; 其三是搜寻—匹配成本, 如何降低此成本成为未来推进劳动力市场

化配置改革的主要挑战。 由于搜寻—匹配过程就是信息获取和处理的过程, 为此降低搜寻—
匹配成本需要充分且准确的就业信息, 否则在风险规避偏好的影响下, 劳动者将会主动降低

流动性, 并接受价格扭曲的现状。 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有助于降低

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递成本, 尽管仍然面临信息不准确的问题, 但各类就业信息平台的出现正

逐渐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递方式和传递速度。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类似于

电商平台对商品市场流转的影响, 在更高水平信息传递技术的协助下, 劳动者可以更加便捷

地获取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就业信息, 从而提高搜寻—匹配效率, 找到更加符合自身技能的

工作。 根据以上判断, 本文在采用中国城市层面相关数据的基础上,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 利用生产函数法测算劳动力价格扭曲, 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

扭曲的影响。

二、 机制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获取信息的能力, 根据劳动力市场搜寻—
匹配理论, 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搜寻技术, 实现了更快更好的匹配, 而更好的匹配有助于推

动劳动力的支付价格与其边际产出不断趋近, 从而使劳动力价格扭曲逐渐降低。 从作用机制

的角度看, 现有研究将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成因归结为市场分割和劳资谈判力量不平衡[9] , 因

此, 本文接下来从市场分割和劳方谈判力量两个渠道来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劳动力价格扭

曲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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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层面看, 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市场分割渠道作用于劳动力价格扭曲。 市场分割

是市场不完美的表现之一[10-11] 。 数字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降低信息成本, 即减轻信息障碍引

发的市场分割程度, 来提高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效率。 依据搜寻—匹配模型, 提高搜寻—
匹配效率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机会匹配成功的数量, 随着不同技能水平劳

动力匹配到相应技能水平的就业机会中, 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也会随之降低[12] 。 假设存在两

个地区, 每个地区都同时存在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 且地区 1 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更多,
工资水平更低, 地区 2 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更多, 工资水平更高。 在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的情

形下, 两个地区内部的劳动者仅具有本地区的工资水平信息, 即劳动者能够以较低的信息成

本获取其所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 而要获取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 便会

面临较高的信息成本, 一是信息量不足引发的成本, 二是信息准确度较低引发的成本。 如果

地区 1 的高技能劳动力所获得的相关信息显示地区 2 的工资水平低于本地区, 高技能劳动者不

会考虑向其他地区流动, 反之则会考虑向其他地区流动, 而且其流动将会降低劳动力价格扭

曲, 但较高的信息成本将会阻碍劳动者作出更加符合自身技能水平的就业选择, 进而产生劳

动力价格扭曲。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 信息成本逐渐降低[13-14] , 两个地区内部的劳动者

可以获取更丰富、 更准确的工资水平信息, 意味着地区 1 的高技能劳动者能够以更低的信息

成本获取地区 2 的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 有助于其作出更加符合自身技能水平的就业选择,
推动工资趋近于劳动力边际产出。

假说 1: 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市场分割程度的渠道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
从微观层面看, 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影响劳方谈判力量的渠道作用于劳动力价格扭曲。

将劳资谈判看作一场博弈, 由于资方更容易形成合作, 所以结果往往是资方在工资谈判过程

中占据优势地位, 尤其是在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 资方便具有扭曲劳动力价格的能力。
由于中国目前仍处于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 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强化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

强势地位, 此时工人的工资往往并不能真实反映其自身的生产效率。 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中,
就业者基本上是不可退出的, 这就形成了绑架机制, 导致了过高的劳动力成本, 而在非正规

劳动力市场中, 尽管市场化程度较高, 但在现代企业制度下, 个别劳工与资方之间的力量依

然悬殊, 这种市场决定的劳动力价格必然低于真正劳资力量均衡下的劳动力价格[15-16] , 进而

产生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现象。 然而, 数字经济发展却会改变博弈的格局。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

展的背景下, 劳动力市场出现两种类型的劳动力, 一是可以熟练使用互联网搜寻与自身技能

匹配的劳动力, 二是无法通过查询、 搜找等方式主动进行岗位和技能匹配的劳动力。 对于前

者, 数字经济发展将会拓宽传统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匹配途径, 在劳动者搜寻成本下降的同

时, 通过提供更多的职业选择, 提高劳动者在工资定价博弈中的地位。 对于后者, 数字经济

将通过增强劳动者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方式提升劳动者获取岗位信息的能力, 提高劳动者

在谈判中的地位。 因此,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 劳方谈判力量将有所提高, 使其和资方之间

的谈判力量更加平衡, 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逐渐降低
 [17-20] 。

假说 2: 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劳方谈判力量的渠道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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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1.
 

指标测算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得到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来衡量。 借鉴赵

涛、 黄群慧等的测度方法[21-22] , 采用互联网普及率、 相关从业人员情况、 相关产出情况和移

动电话普及率四个方面的指标, 从基础设施建设、 行业发展、 产出增长和居民数字生活方面

反映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渗透。 由于相关研究均采用上述方式衡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23-24] ,
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该方式的适用性和可靠性。 在具体处理过程中, 以上四个指标分别是: 百

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 人均

电信业务总量和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 以上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后, 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 将以上四个指标的数据降维处理, 便

得到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要素价格扭曲的测算, 常用的三种方法为生产函数法、 非参数分析法和市场化指数

法[25-30] 。 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进行测算。 从总量层面切入, 将劳动力价格

扭曲引入城市 i 在时期 t 的利润函数中, 然后求解利润最大化, 得到测算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

表达式如下:
maxπi,t = Yi,t - disw i,tWi,tLi,t - RK

i,tK i,t (1)

s. t. Yi,t = Ai,tKα
i,tL1-α

i,t (2)
　 　 城市 i 的生产函数为 C-D 形式, π 表示利润, Y 表示总产出, W 表示工资, L 表示劳动力,
RK 表示资本利息, K 表示资本, disw 表示劳动力价格扭曲。 通过求解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并进一步转换后, 就可以得到测算扭曲的表达式:

disw i,t =
(1 - α)Ai,tKα

i,tL
-α
i,t

Wi,t

=
(1 - α)Yt

Wi,tLi,t
(3)

　 　 需要整理的数据包括城市层面的总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等,处理思路借鉴李言和张帆

的研究[16] ,考虑到后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数据在 2005 年之前的缺失值较多,且 2005 年

之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较慢,本文的样本起点选择 2005 年。 由于 2019 年以后城市层面劳动力

数据缺失值较多,本文的样本终点选择 2019 年。 经过筛选后,剔除缺失值较多的城市,最终的

样本量为 274 个城市,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个城市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 在生产函数估计过程中,主要采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并考虑无效率项随时

间波动,利用估计得到的参数,结合式(3)测算劳动力价格扭曲。
2.

 

模型设定

lndisw i,t = c + βlndigital i,t + ∑ 4

j = 1
αjX i,t + ηt + γ i + εi,t (4)

　 　 基准回归模型的设定如式 (4) 所示, 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力价格扭曲 (disw), 解释变量

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digital), 为了减轻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

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控制变量 X 包括产业结构 ( stru)、 经济规模 ( lngdp)、 政府干预度

(gov)、 交通基础设施 ( transpor)、 城市品牌 (brand) 和金融危机冲击 ( finance)。 劳动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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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自由流动直接影响劳动力价格扭曲, 因此, 本文主要从影响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控制其他环

境因素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 本文从产业结构、 经济规模、
政府干预度和金融危机冲击等角度控制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 产业结构利

用第三产业占比来衡量, 经济规模利用国内生产总值对数值来衡量, 政府干预度利用财政支

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 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品牌也将影响劳动

力流动, 因此, 本文进一步从上述两个角度控制其他政策因素的影响。 交通基础设施使用城

市是否开通高铁的虚拟变量来衡量, 城市品牌使用城市是否获得文明城市称号的虚拟变量来

衡量, 金融危机冲击以 2008 年为界的虚拟变量 (2008 年后取值为 1) 来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

因素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各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高铁开通虚拟变量的数据来自各城市政

府网站, 城市品牌虚拟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文明网。 由于采用的是双固定效应模型, 所以式

(4) 中包含时间固定效应项 (ηt) 和个体固定效应项 (γ i)。

基于前面的机制分析, 参考江艇的研究[31] , 本文利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进

行检验,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medi,t = c + βlndigital i,t + ∑ 4

j = 1
αjX i,t + ηt + γ i + εi,t (5)

　 　 机制变量包括市场分割 ( segm) 和劳方谈判力量 ( tanpan)。 关于市场分割, 借鉴市场分

割 “价格法” 测算思想[32] , 将价格指数替换为工资对数, 分四步测算劳动力市场分割: 第一

步, 计算 t 年每个城市与其他城市工资差额的绝对值 w ijt = | w it-w jt | ; 第二步, 计算第 t 年所

有城市工资差额绝对值的平均值 ave_w t; 第三步, 计算第一步得到的绝对值与第二步得到的

平均值的差值 Δw ijt =w i j t-ave_w t; 第四步, 计算 Δw ijt 的方差。 利用最后一步得到的方差比上工

资对数来衡量劳动力市场分割, 比上工资对数是为了去除工资绝对高低的影响。 关于劳方谈

判力量, 利用工资对数来衡量,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工资增加时意味着增强了劳方的谈判力量。
相关数据来源于国研网①和各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根据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定义, 当劳动力边际产出大于工资时, 劳动力价格呈现负向扭曲,
当劳动力边际产出小于工资时, 劳动力价格呈现正向扭曲[33] 。 根据表 1, 劳动力价格扭曲的

　 　
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劳动力价格扭曲 4108 1. 6994 0. 3979 -2. 8753 3. 3108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4065 -2. 3864 0. 6672 -18. 2648 0. 2239

产业结构 4105 39. 2437 9. 9876 0. 3427 87. 2532
控制变量 经济规模 4110 6. 7748 1. 0189 3. 6045 10. 1063

政府干预度 4109 0. 1872 0. 0973 0. 0389 1. 8378
交通基础设施 4110 0. 3681 0. 4824 0 1
城市品牌 4110 0. 1725 0. 3779 0 1
金融危机冲击 4110 0. 8000 0. 4000 0 1

机制变量 市场分割度 4110 0. 2129 0. 0477 0. 1451 0. 3815
劳方谈判力量 4108 10. 2663 0. 5273 8. 1487 13. 910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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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价格扭曲

之间的散点图

均值大于 1, 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以价格负向扭曲

为主, 表明劳动力实际支付价格低于劳动力的

边际产出所确定的均衡水平, 该结果和多数研

究测算的结果相似[34-36] 。
根据图 1,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价格扭曲

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相关性系数为 0. 2203,
且在 1%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低的地区, 其劳动力价格扭曲越大, 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其劳动力价格扭曲越小。

四、 实证分析

1.
 

基准分析和异质性分析

表 2　 劳动力价格扭曲回归结果
变量 (1) 全国 (2) 全国

数字经济 -0. 0523∗∗ -0. 0569∗∗

( -2. 0893) ( -2. 0650)
产业结构 -0. 0054∗∗∗

( -2. 9268)
经济规模 0. 3468∗∗∗

(3. 2490)
政府干预度 -0. 3348∗∗

( -2. 2130)
交通基础设施 -0. 0545∗∗∗

( -2. 9745)
城市品牌 -0. 0612∗∗

( -2. 3822)
金融危机冲击 -0. 6421∗∗∗

( -3. 9573)
常数项 1. 6978∗∗∗ -0. 1413

(22. 8488) ( -0. 2032)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4064 4060
R2 0. 3540 0. 3847
F 检验 0. 0000 0. 0000

　 　 注: 括号中为 t 值, 聚类到城市层面;∗∗∗ 、∗∗ 、∗ 表示系

数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F 检验的原假设为采用混

合回归模型, 汇报的是检验对应的 P 值。

从全国层面看, 根据表 2, 数字经济发展将

有助于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 且随着控制变量

的引入,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

响方向不变, 从而验证了前面的分析结论, 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将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市场化配

置改革, 且主要从降低信息成本的层面发挥作

用。 从控制变量的结果看, 产业结构升级将会

显著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 经济规模增加和政

府干预度增加将会显著提高劳动力价格扭曲。
高铁开通和城市品牌都显著地降低了劳动力价

格扭曲, 有更高劳动需求的城市在交通便利度

提升和城市吸引力增强上做更多努力, 会使得

劳动力市场配置更有效。 金融危机冲击对劳动

力价格扭曲有显著的降低作用, 金融危机冲击

对市场中资方势力有相对劳动者更大的冲击,
加之政府不断加大对劳动者权益的危机保护,
提高了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的地位, 降低了劳

动者价格扭曲。
接下来分地区、 城市规模和时间等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根据表 3, 组间差异检验的结果

表明, 按地区和城市规模分组是合理的, 并且该回归得到的系数可进行一定的比较。 从分地

区的角度看, 数字经济发展都会起到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的作用, 但上述作用只有在内陆地

区是显著的。 从影响幅度看, 数字经济发展在内陆地区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幅度更大。
上述结果表明, 结合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特征可知, 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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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配置作用的效果将会逐渐减弱, 该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互联网对劳

动力市场的结论具有一致性[14] 。 进一步从城市规模的角度看, 在城市规模为小于或等于 500
万人口的情形下,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 而在城市规模为大

于 500 万人口的情形下,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具有不显著的加剧作用。 上述结果

表明, 城市规模越大,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降低效果越弱。 人口规模大的城市,
与沿海地区城市在样本上有较大重合度, 城市整体资源丰富,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边际

效用减弱, 且信息过载的可能性增加, 反而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高低技能人才两极化和市场

不完美进一步加深, 进而抵消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降低作用。

表 3　 分地区和分城市规模层面回归结果

变量 全国 沿海 内陆 ≤500 万 >500 万

数字经济 -0. 0569∗∗ 0. 0409 -0. 0700∗∗∗ -0. 0697∗∗∗ 0. 0225
( -2. 0650) (0. 9405) ( -2. 9010) ( -2. 6793) (0. 568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1413 0. 8484 0. 2377 -0. 3049 0. 9918
( -0. 2032) (0. 9731) (0. 2692) ( -0. 4190) (0. 5601)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4060 1457 2603 3268 792
F 检验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R2 0. 3847 0. 5998 0. 2932 0. 3519 0. 5605
组间差异 0. 0002∗∗∗ 0. 0017∗∗

　 　 注: 括号中为 t 值, 聚类到城市层面;∗∗∗ 、∗∗ 、∗表示系数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F 检验的原假设为采用混合回归模
型, 即检验对应的 P 值; 组间差异检验汇报的是组间数字经济系数差异的显著性, 即检验对应的 P 值。

为了更好地从时间层面体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 本文从截面角度切

入, 对两者进行回归分析。 根据表 4, 在所有截面回归结果中, 数字经济发展都会降低劳动力

价格扭曲, 且 15 个截面中有 9 个截面的影响是显著的, 并且从时间段上来看, 2012 年之后的

8 年内,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降低作用逐渐增强, 且显著度不断增加, 即数字经

济对劳动力市场的优化作用不可忽视。 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2012 年, “宽带中

国” 战略实施方案发布, 互联网使用成本开始显著下降, 且数字技术对劳动力市场渗透率不

断提高, 从而使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作用也不断增强。
根据前面的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 城市间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差异是明显的, 而扭曲的差

异将会直接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政府干预行为, 进而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

作用, 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利用面板分位数模型, 分析在劳动力价格扭曲不同分位数的情形

下,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 根据图 2, 从回归系数的结果看, 在不同分位数

情形下, 回归系数都小于 0, 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都具有降低的效果。 从影响

显著性的结果看, 10%—60%分位数的影响都是在 10%水平上显著的, 而 70%、 80%和 90%分

位数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从影响幅度的结果看, 影响幅度从 10%—90%分位数呈现递增态势。
以上结果表明, 在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越大的城市,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降低

效果越好, 而在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较小的城市,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降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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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分时间层面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数字经济 -0. 0964∗∗∗ -0. 0509 -0. 0287 -0. 0438 -0. 0279
( -4. 4500) ( -1. 3674) ( -0. 8421) ( -1. 3117) ( -0. 70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5482∗∗∗ 1. 6373∗∗∗ 1. 7544∗∗∗ 1. 7094∗∗∗ 1. 7708∗∗∗

( -5. 6102) ( -5. 5722) ( -6. 9928) ( -7. 2965) ( -6. 7027)
观察值 273 273 273 273 273
R2 0. 2159 0. 2538 0. 2464 0. 2528 0. 1989

变量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数字经济 -0. 0578 -0. 0079 -0. 1355∗∗ -0. 1012∗ -0. 1501∗∗∗

( -1. 3723) ( -0. 1252) ( -2. 4246) ( -1. 9607) ( -2. 94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3072∗∗∗ 1. 9514∗∗∗ 1. 6867∗∗∗ 1. 5937∗∗∗ 1. 3664∗∗∗

( -5. 1542) ( -5. 8992) ( -5. 6423) ( -5. 7109) ( -5. 1208)
观察值 273 273 266 272 271
R2 0. 1936 0. 1528 0. 1974 0. 1863 0. 2264

变量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数字经济 -0. 1873∗∗∗ -0. 1842∗∗∗ -0. 1954∗∗∗ -0. 2139∗∗∗ -0. 2456∗∗∗

( -3. 2709) ( -3. 5132) ( -4. 3296) ( -4. 6920) ( -7. 018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4522∗∗∗ 1. 4921∗∗∗ 1. 6763∗∗∗ 1. 7374∗∗∗ 1. 5737∗∗∗

( -4. 9343) ( -5. 5179) ( -6. 4307) ( -6. 7549) ( -7. 2536)
观察值 271 270 268 267 264
R2 0. 2400

 

0. 2792
 

0. 2997 0. 3479 0. 3738

　 　 注: 括号中为 t 值, 聚类到城市层面;∗∗∗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图 2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回归系数

果越差。
综上所述, 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

劳动力价格扭曲, 且上述影响在地区层面

和时间层面存在异质性。 分地区结果表明,
在内陆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

扭曲的影响不仅是显著的, 而且影响幅度

要大于沿海地区。 分城市规模结果表明,
城市规模越大,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

格扭曲的降低效果越差。 时期截面分析结

果表明, 2012 年之后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

力价格扭曲的降低程度不断增加, 且影响持续显著。 面板分位数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在劳动

力价格扭曲程度越大的城市,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降低效果越好。
2.

 

稳健性分析

本文采用更换被解释变量和估计方法等方式对前面的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 借鉴毛

丰付和张帆的研究方法[37] , 用数字企业变动率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以替换解释变量来

检验前面的分析结果是否稳健。 根据表 5, 更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方式后, 数字经济发

展依然对劳动力价格扭曲具有降低作用, 但影响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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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把测算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生产函数设定为 C-D 生产函数形式, 这里借鉴白俊红和卞

元超的研究, 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来测算劳动力价格扭曲[36] 。 根据表 6, 数字经济发

展具有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的作用, 且随着控制变量的引入, 上述影响依然存在, 这一结果

表明前面分析所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5　 更换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1) 全国 (2) 全国

数字经济发展 -0. 1941 -0. 2028
( -1. 5592) ( -1. 6114)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8771∗∗∗ -0. 0082
(79. 0264) ( -0. 0116)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4094 4090
R2 0. 3544 0. 3830
F 检验 0. 0000 0. 0000

　 　 注: 括号中为 t 值, 聚类到城市层面;∗∗∗ 、∗∗ 、∗表示系数
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F 检验的原假设为采用混合
回归模型, 汇报的是检验对应的 P 值。

表 6　 更换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1) 全国 (2) 全国

数字经济发展 -0. 0523∗∗ -0. 0569∗∗

( -2. 0893) ( -2. 0650)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0523∗∗ -0. 6348
( -2. 0893) ( -0. 9125)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4064 4060
R2 0. 3540 0. 3847
F 检验 0. 0000 0. 0000

　 　 注: 括号中为 t 值, 聚类到城市层面;∗∗∗ 、∗∗ 、∗表示系数
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F 检验的原假设为采用混合
回归模型, 汇报的是检验对应的 P 值。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关系, 参考赵涛等的研究[21] , 本文采用 1984 年各城市每万人电

话机数量与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构造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根据表 7, 数字经济发

展具有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的作用, 且随着控制变量的引入, 上述影响依然存在, 这一结果

表明前面分析所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7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变量 (1) 全国 (2) 全国

数字经济发展 -0. 1439∗∗∗ -0. 1220∗∗∗

( -3. 2917) ( -3. 0935)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3084 3080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 0. 0026∗∗∗ 0. 0026∗∗∗

(4. 2400) (4. 4800)
Wald 检验 336. 47 337. 78

　 　 注: 括号中为 t 值, 聚类到城市层面;∗∗∗ 、∗∗ 、∗表示系数
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Wald 检验的原假设为工具变
量与解释变量相关性较弱, 汇报的是检验对应的 P 值。

表 8　 市场分割机制回归结果
变量 (1) 全国 (2) 全国

数字经济发展 -0. 0056∗∗∗ -0. 0054∗∗∗

( -4. 8538) ( -4. 7321)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3124∗∗∗ 0. 3833∗∗∗

(89. 2935) (4. 6632)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4065 4061
R2 0. 7698 0. 7730
F 检验 0. 0000 0. 0000

　 　 注: 括号中为 t 值, 聚类到城市层面;∗∗∗ 、∗∗ 、∗表示系数
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F 检验的原假设为采用混合
回归模型, 汇报的是检验对应的 P 值。

3.
 

机制分析

本文首先参考江艇的研究[31] , 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市场分割和劳方谈判力量的

机制效应进行检验, 然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 从市场分割机制看, 根据表 8,
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场分割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且随着控制变量的引入, 上述影响依然是

显著的。 结合前面的机制分析可知, 数字经济发展将通过降低市场分割的渠道降低劳动力价

格扭曲。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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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市场分割机制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劳动力价格扭曲 (2) 市场分割 (3) 劳动力价格扭曲

数字经济发展 -0. 0569∗∗ -0. 0054∗∗∗ -0. 0528∗

( -2. 0650) ( -4. 7321) ( -1. 9351)
市场分割 0. 7565

(1. 50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1413 0. 3833∗∗∗ -0. 4309
( -0. 2032) (4. 6632) ( -0. 5824)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4060 4061 4060
R2 0. 3847 0. 7730 0. 3881
F 检验 0. 0000 0. 0000 0. 0000

　 　 注: 括号中为 t 值, 聚类到城市层面;∗∗∗ 、∗∗ 、∗ 表示系数在 1%、 5%和 10%水平上
显著; F 检验的原假设为采用混合回归模型, 汇报的是检验对应的 P 值。

　 　 本文进一步参考温忠麟

等的研究[38] , 利用中介效应

模型对市场分割渠道进行稳

健性分析。 根据表 9, 从中

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看,
数字经济发展将会通过降低

市场分割的渠道降低劳动力

价格扭曲, 这验证了市场分

割所具有的机制效应是稳

健的。
从劳方谈判力量机制

看, 根据表 10, 数字经济发

　 　 表 10　 劳方谈判力量机制回归结果
变量 (1) 全国 (2) 全国

数字经济发展 0. 0570∗∗∗ 0. 0587∗∗∗

(3. 1277) (2. 9680)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常数项 9. 6899∗∗∗ 9. 1539∗∗∗

(177. 5809) (13. 6637)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4064 4060
R2 0. 9060 0. 9101
F 检验 0. 0000 0. 0000

　 　 注: 括号中为 t 值, 聚类到城市层面;∗∗∗ 、∗∗ 、∗ 表示系
数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著; F 检验的原假设为采用混
合回归模型, 汇报的是检验对应的 P 值。

展对劳方谈判力量具有正向影响, 且随着控制

变量的引入, 上述影响依然是显著的。 结合前

面的机制分析可知, 数字经济发展将通过增强

劳方谈判力量的渠道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
本文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劳方谈判

力量渠道进行稳健性分析。 根据表 11, 从中介

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看, 数字经济发展将会通

过提高劳方谈判力量的渠道来降低劳动力价格

扭曲, 这验证了劳方谈判力量所具有的机制效

应是稳健的。
表 11　 劳方谈判力量机制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劳动力价格扭曲 (2) 劳方谈判力量 (3) 劳动力价格扭曲

数字经济发展 -0. 0569∗∗ 0. 0587∗∗∗ -0. 0109
( -2. 0650) (2. 9680) ( -0. 7420)

劳方谈判力量 -0. 7831∗∗∗

( -9. 88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1413 9. 1539∗∗∗ 7. 0272∗∗∗

( -0. 2032) (13. 6637) (7. 8707)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4060 4060 4060
R2 0. 3847 0. 9101 0. 5655
F 检验 0. 0000 0. 0000 0. 0000

　 　 注: 括号中为 t 值, 聚类到城市层面;∗∗∗ 、∗∗ 、∗ 表示系数在 1%、 5%和 10%水平上显
著; F 检验的原假设为采用混合回归模型, 汇报的是检验对应的 P 值。

以上结果表明, 市场

分割和劳方谈判力量这两

个作用机制都是存在的,
从发展政策角度看, 可以

将数字经济发展与作用机

制对应的发展战略相结

合, 比如将数字经济发展

与户籍制度改革、 工会制

度改革等发展战略相结

合, 从而放大数字经济发

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降

低作用, 加速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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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在加速商品市场的运转, 同样也在加速要素市场的运转, 其在

构建完善的市场机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 要素价格扭曲的存在与信息传递不

畅相关, 因此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将成为下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主要途径之一。 根

据要素流动性差异以及获取信息的成本, 本文选择劳动力市场作为分析对象, 从理论和实证

两个角度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 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 从全国层面看, 逐步回归的结果表明,

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 从地区层面看, 在内陆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

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不仅是显著的, 而且影响幅度要大于沿海地区。 从城市规模层面看, 人

口规模小于或等于 500 万的城市,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 从

时间层面看, 在每个时间截面, 数字经济发展都对劳动力价格扭曲具有降低作用, 但早期几

年的影响并不显著, 2012 年之后的影响才持续显著。 面板分位数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在劳动

力价格扭曲程度越大的城市,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降低效果越好。
第二, 市场分割和劳方谈判力量是数字经济发展作用于劳动力价格扭曲的主要渠道。 面

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机制分析结果显示, 数字经济发展将通过减轻市场分割程度和提高劳

方谈判力量两个渠道来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 本文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市场分割和劳

方谈判力量的机制效应进行了稳健性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上述两个渠道的机制效应具有稳

健性。
根据上述结论, 在下一步推进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的过程中, 需要关注数字经济发展

所起到的作用, 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 加快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平台建设。 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市场信息传递的加速作

用尽管实现了快速发展, 无论是劳方平台还是资方平台都在不断涌现, 但与中国劳动力市场

的发展匹配度仍存在差距。 中国劳动力规模巨大, 劳动力跨企业、 跨行业、 跨地区流动已经

成为常态, 但相关就业平台, 尤其是市场主导的就业平台则相对较少, 而政府主导的就业平

台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 依然存在较高的信息获取成本。 下一步应该推进市场主导的就业平

台建设, 鼓励各地区各行业构建符合自身特色的信息平台, 同时, 加强政府对平台信息准确

性的监控, 兼顾信息平台数量和信息平台质量共同发展。
其二, 根据机制分析结论, 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市场分割和提高劳方谈判力量两个渠

道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 因此, 可以将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工会制度建设等发

展战略相结合实施, 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组合效果, 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

曲的降低作用。 将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相结合, 也有助于发挥城市之间在劳动力

市场化改革方面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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